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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变迁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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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理解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变迁的历史逻辑、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找准

历史方位，确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方向，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本文集成现有研究成果，梳理了两千年来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变迁过程，总结了主要

要素的变迁特点，探讨了这些历史变迁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启示。研究表明，两千年来中国自

然地理环境变化主要表现为气候的多尺度准周期波动、黄土高原破碎化、北方地区沙漠化土地

扩张、河口三角洲海岸在泥沙沉积作用下逐步外移、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湖泊萎缩、森林和温带

草原面积下降。人文地理环境变迁突出表现在人口增长和格局变化、经济中心向东南迁移、耕

地向外围扩张、交通网络由道路网和运河网向立体化综合交通网转变。依据上述变化的历史

逻辑，未来基本自然地理格局和地理界线仍将长期存在，长江和黄河中下游星罗棋布的湖泊水

系已难再现，南粮北运成为历史，但森林覆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交通网络建设仍需进一步

推进，同时还要加强沿海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防控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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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往而知来，科学理解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过程，把握其历史逻辑、基
本规律和发展趋势，是找准历史方位、确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方向、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小康社会
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阶段，“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稳步推进，深刻认
识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变迁规律，为顶层设计提供科技支撑，显得尤为迫切。20世
纪80年代以来，地理学界在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历史变迁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积
累了丰富成果，为满足现阶段国家需求奠定了基础，但仍需顺应时代要求，适时加以梳
理和总结。

过去两千年是中国人地关系加速演化时期，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变化不仅受气候变
化影响，更叠加了人类活动的作用，突出表现为国土空间地表覆被格局的变化，包括森
林、草地、河湖、沙漠、海岸以及耕地、城镇、交通等要素格局变化。这些变化既是历
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也是当前国土空间管控中需要关注的主要内容，因而也是本文将
阐述的重点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历史时期地貌变化主要表现为侵蚀和沉积地貌的变
迁，一般以荒漠化和海岸变迁为主要特征，但考虑到黄土高原的独特性及其侵蚀环境变
化对黄河淤积和迁徙的重大影响，文中将其作为历史时期地貌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此
外，中国众多水系中，黄河和长江两大水系流域范围最大、对中国自然和人文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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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且两大流域的生态保护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因此，水系变化部分将重点阐述

这两大水系的河湖变化。

1 自然地理环境变化

1.1 气候变化

1.1.1 温度变化呈多尺度准周期波动特征，20世纪以来处于历史上相对温暖时期 依据由

冰芯、石笋、树轮、泥炭、湖泊沉积、孢粉、史料等资料重建的高分辨率气候数据序列

（图1a），过去两千年中，中国温度变化呈多尺度准周期波动态势，其中100~300 a、400 a、

准600 a和1350 a左右的千年周期较为显著[1]。变化过程可分为7个阶段[2]：两汉（公元前

200—公元180年）、隋唐（541—810年）、宋元（931—1320年）及20世纪4个暖期和魏

晋南北朝（181—540年）、晚唐（811—930年）及明清（1321—1920年） 3个冷期。4个

暖期东中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分别较今（1951—1980年）高0.28 ℃、0.48 ℃、0.18 ℃
和 0.27 ℃；3个冷期东中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分别较今（1951—1980年）低 0.30 ℃、

0.28 ℃和0.39 ℃。冷暖期交替过程中，升温速率可达1 ℃/100a，甚至更大。按冷暖变化

的1350 a重现周期推断，20世纪以来属持续时间长度为200多年的暖期，其温暖程度与

东汉、隋唐及宋元时期的温暖程度相当，其起始时间在各地存在差异，青藏高原和西北

地区始于19世纪50年代，东北、东南和东中部地区分别始于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

和20世纪20年代，其变化过程则与隋唐暖期非常接近[3]。
1.1.2 降水变化存在东西差异，分别在13世纪中期和1500年前后发生突变，突变后均趋向
湿润 数据显示，东部季风区过去两千年的干湿状况存在年代际—百年际—千年际的变

注：数据来自文献[2, 4, 7]。

图1 过去两千年中国气候变化
Fig. 1 Climate changes in China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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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千年尺度上曾出现一次明显突变，发生在13世纪中期，此前干湿变化的总体趋势
为“波动中逐渐变干”，其中，魏晋南北朝期间（221—580年）气候总体偏干，隋唐期
间（581—907年）则在过去两千年平均水平上下波动，五代—北宋（908—1127年）气
候总体略偏湿，但存在转干趋势[4]。而此后则转为“波动中趋湿”[5]，其中：南宋—元代
（1128—1368年）气候总体偏干，但在波动中逐渐趋湿；明代（1369—1644年）前期气
候湿润，中期（约1430—1550年）持续偏干，明末则出现了自秦汉以来最为严重的持续
性干旱事件；清代（1645—1911年）气候总体湿润，但年代际波动极为显著；20世纪气
候在波动中趋干（图 1b）。西部的降水同样存在年代际—百年际—千年际的变化，但在
千年尺度上，公元1500年以前降水变率较小，基本在平均值附近波动，且以干旱为主要
特征[4]；公元1500年以后降水的变率较大，且在波动中呈逐渐增加趋势，其中，1430—
1530年和 1630—1740年是两个最为干旱的百年；1550—1630年和 1930—2005年是两个
最为湿润的百年；20世纪则在波动中趋湿[4] （图1c）。
1.1.3 20世纪极端连旱与极端连涝事件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均未超过历史时
期同类事件，且极端冷冬事件偏少 利用历史降水异常与灾害记录[6]、1470年前东部63个
站点和1470年后全国120个站点数据，研究过去两千年中国东部及华北、江淮和江南地
区的极端旱涝事件，结果显示（图 1d），公元初—2000年，中国东部地区曾发生极端大
旱 209 次（其中 1951—2000 年发生 4 次）、极端大涝 195 次（其中 1951—2000 年发生 5
次）、极端大旱与大涝并发23次，分别占总年数的10.5%、9.8%和1.1%，20世纪下半叶
极端旱涝事件的频率并未增加[7]。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20世纪中国降水变率并未超
出过去1500年的自然变率，其间所发生的极端连旱与极端连涝事件，其持续时间、影响
范围和严重程度均未超过20世纪前发生的同类事件[7]。此外，过去500年极端冷冬的频率
变化与冷暖阶段变化基本对应，寒冷阶段相对多发，温暖阶段相对少发，20世纪后半叶
极端冷冬事件偏少[7]。
1.2 地貌变化
1.2.1 黄土高原地貌因长期侵蚀趋于破碎，陕北绥德等地沟壑密度已高达 10 km/km2 过
去两千年，黄土高原在长期侵蚀作用下呈破碎化趋势[8-10]。秦汉以前，黄土高原上黄土塬
广泛分布，塬面广阔[11]。西周时，周塬东西长超过70 km，南北宽大于20 km；唐代，陇
东的董志塬南北长42.5 km，东西宽32.0 km[8]，均是当时黄土高原最大的塬面之一。21世
纪10年代周塬最宽处塬面不足13 km；董志塬虽长度依旧，但最宽处仅18.0 km，最窄处不
足 0.5 km。利用 5 m分辨率的数字地形高程数据，测算黄土高原区各地的沟壑密度[12]，
结果显示丘陵沟壑区沟谷密度最大，绥德、柳林、吴堡和临县一带沟谷密度大于 10.0
km/km2，延长、志丹、延安一带达 7.0~10.0 km/km2；六盘山以东的黄土塬区次之，西
峰、铜川、黄陵和宜川沿线为 5.0~7.0 km/km2；六盘山以西的黄土塬区和吕梁山—黄龙
山—子午岭以东的土石山区及河谷平原区较低，但也达1.7~6.4 km/km2。
1.2.2 北方地区沙漠化经历多次扩张与收缩，20世纪后期加速扩张 地层调查结果表明，
秦汉以前，中国北方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8大沙漠和
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等4大沙地已经存在，并在气
候变化主导下经历多次扩张与收缩过程[13]。秦汉以后，沙漠化过程呈波动扩张趋势，且
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贺兰山以西的西部沙区暖期时沙漠化发生明显的正过程，冷期时
发生逆过程；贺兰山以东的东部沙区暖期时沙漠化过程发生逆转，冷期时沙漠化过程加

速；青藏高原区沙漠化正逆过程主要表现为振荡形式[14]。但部分地区荒漠化过程与气候

变化并非完全对应，如两汉和隋唐暖期的库布齐沙漠沙丘活化，应与人类活动增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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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15]；总体而言，隋唐宋元时期，东部沙区沙漠化过程进入收缩期，4大沙地植被均有所

恢复，流沙地面积总体减少[14]；明清时期，东部沙漠化土地面积扩大[14]，毛乌素沙地、

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均出现沙漠化和植被退化[16]。20世纪后期，沙漠化过程仍呈

加速发展趋势，年均发展速率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的1560 km2上升到90年代的

3600 km2 [17]。至2000年，北方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达38.57万km2，其中毛乌素沙地、科

尔沁沙地、库布齐沙地沙漠化尤为严重，沙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占区域土地总面积

54.9%、47.5%和30.2%[17]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5年发布的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

监测结果，包括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在内的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1万km2，沙化

土地面积172万km2，其中，新疆、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5省（自治区）荒漠化土

地面积占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95.64%。

1.2.3 河口海岸因泥沙沉积逐步外移，3大三角洲陆地面积均增加 2000 km2以上 过去两

千年中，三角洲海岸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变。1855年黄河改由山东利津入海后，河口沙洲

每年的扩张速度达2~3 km，百余年间黄河三角洲新增陆地面积2840 km2，仅1955—1975

年就净增 795 km2 [18-19]。长江三角洲的海岸线在 8—10世纪推进约 10 km，在10—11世纪

50年代继续推进7~8 km，至12世纪70年代进一步推进6~7 km[8]。崇明岛在唐代还是总面

积10 km2的东西两个沙洲，现已扩大到1267 km2，成为中国第三大岛。珠江三角洲每年

新增陆地面积由秦汉唐初的0.55 km2发展至唐初以来的1.78~2.41 km2，仅1965—2003年

间就新增陆地面积730 km2 [20]。其它地区，如苏北盐城，唐宋时距海不到1 km，15世纪

上升到15 km，17世纪达25 km，19世纪中期达50 km。局部地区，如古黄河三角洲，因
长期侵蚀，面积有所减少[21]。
1.3 河流水系变迁
1.3.1 黄河历经6次大徙，水域面积下降，下游130余个湖泊仅存东平湖、洪泽湖、南四湖 战
国以前，黄河下游河道改徙无定，多股河道并存，战国中期下游河道两岸筑堤后，河道
开始固定。战国中期至清代，黄河曾发生多次改道，包括 6次大的改道[8]：① 战国中期
至西汉末年，黄河发生第1次改道，改从汉章武县（今黄骅市）东入海。② 东汉至北宋
前期（11—1047年），黄河发生第2次大徙，洪水在鲁西、豫东泛滥近60年，直至东汉明
帝时，经王景治理，形成东汉大河，由今滨州利津入海，黄河安流600年。③ 北宋时期
（1048—1193年），黄河发生第3次大徙，在今濮阳市东昌湖集决口，经今海河从天津入
海，后由马颊河入海。④ 金章宗明昌五年到明弘治初（1194—1494年），黄河发生第 4
次大徙，在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决口，分为南北两支，分别从北清河、南清河入海。
⑤ 明弘治中至清咸丰时期（1495—1854年），明朝政府为保京杭大运河漕运，筑断黄陵
冈河段，黄河发生第 5 次大徙，经淮河入海，自此，黄河干道基本固定，泥沙逐渐沉
积，演变为高出地面的悬河。⑥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黄河发生第
6次大徙，光绪元年（1875年）在全线筑堤，黄河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今天黄河下游河
道[22]。黄河历史变迁过程中，下游决口泛滥达1500余次，平均2年1次[23]，黄淮平原上原
有湖泊水系大幅萎缩，《水经注》记载的原有130多个湖泊包括大陆泽、大野泽、菏泽、
雷夏泽、圃田泽等均不复存在。宋代的“八百里梁山泊”在明代以后也逐步淤为平地，
被垦为农田，仅存东平湖一小片水域。此外，还有鲁西的南四湖和淮河下游的洪泽湖留
存至今[21]。
1.3.2 长江水系长期泥沙沉积导致河曲发育、江心洲增加、中下游湖泊大面积萎缩，云梦泽消
失 穿越高山峡谷的长江上游河道相对稳定，宜昌以下中下游河段变化较大[8]，突出表
现在河曲发育、江心洲增加、下游湖泊萎缩3个方面。秦汉时期，宜昌以下下荆江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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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现分流水道；至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形成统一河床；此后，河床抬高，洪水时有
泛滥；至明末清初时，自由河曲已高度发育，形成今天葫芦形的九曲回肠 [24]。秦汉以
前，下荆江以下河段鲜有江心洲，至20世纪中期已有大小江心洲120余个。云梦泽秦时
曾远及汉水以北，面积最大时达4万km2，战国时期已减缩到荆江三角洲和城陵矶至武汉
长江西侧泛滥平原之间，至唐宋时已被众多湖沼代替，明清时期一度在湖沼上发育出洪
湖，方圆二百余里，但至20世纪末，又退化成200多个浅小湖泊。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
洞庭湖等湖泊[24]。洞庭湖在秦汉时期面积超过6000 km2，北魏时期面积一度下降，唐宋
时期再度扩张，号称“八百里洞庭”，明清时期湖面继续扩展，至清道光年间进入全盛时
期，“横亘八九百里”，此后持续下降，至 1937年下降到 4700 km2，到 20世纪 90年代下
降至2500 km2 [21]。鄱阳湖发育于新彭蠡泽之上，宋初始称为鄱阳湖，该湖形成于西汉后
期，兴盛于唐宋时期，元明时期仍向西南扩展，至清初达到鼎盛时期，清代以后逐渐萎
缩，1954年洪水湖面5050 km2，1976年缩小至3841 km2 [21]。太湖形成于先秦以前，原由
淞江、娄江、东江等三江分泄入海；唐宋以后三江逐渐淤塞，湖泊水面扩大；北宋以
来，吴淞江、浏河、苏州河、黄浦江相继成了太湖入海的主要泄水道，洪水季节常因排
水不畅，洪水漫溢，形成洪涝灾害，1949年建国以来湖泊面积大幅缩小，下降到 2427
km2 [21]。水系变化导致长江流域水灾频率加大，据统计，唐代平均18年1次，明清平均4
年左右1次，20世纪平均2年1次[26]。
1.4 植被变化
1.4.1 森林面积减少，覆盖率在前 1700年由 50%下降到 25.8%，在后 300年一度下降到
11.4% 文献资料显示，历史时期中国森林覆盖率呈长期加速下降趋势[27-28]。周朝时，中
国森林覆盖率约在50%左右[27-28]。秦汉以后，华北、华东、华南和四川盆地的森林被大量
砍伐[29-30]，至公元1700年，森林覆盖率下降到25.8%；至1800年，下降到22.0%；至1900
年，下降到 16.7%[31]。至 20世纪中期，中国森林面积仅为 109万 km2，覆盖率为 11.4%。
在此过程中，全国各地森林覆盖率均有明显下降，1700—1949年间，京津冀地区由18%
下降到 3.2%，黑龙江由 90%下降到 40%，浙江由 51%下降到 39%，福建由 66.6%下降到
48%，湖南由61.9%下降到29.2%，川渝地区由62%下降到20%，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由
25%下降到 13%，云贵两省分别由 65.8%和 38.8%下降到 30%和 12%[31]。伴随森林变化，
动物栖息地逐步萎缩，西汉以前广泛分布于华北和长江流域的麋鹿数量大幅下降，至十
九世纪灭绝。曾生活在黄河下游的犀牛、獏和野生水牛等逐步灭绝，野象也由北至黄河
下游退缩到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热带雨林中。大熊猫、孔雀、水鹿、梅花鹿、扬子鳄
等的分布范围也在历史时期发生巨大变化[32-33]。2000年中国森林面积恢复到 158万 km2，
森林覆盖率达 16.55%。据全国绿化委员会 2020年发布的《2019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
报》，中国森林覆盖率逐步恢复至 22.96%。全球尺度的遥感探测结果表明，中国和印度
主导了过去20年全球变绿，2000—2017年，全球植被叶面积增量中有25%来自中国，中
国的贡献中42%来自森林绿化[34]。
1.4.2 草地面积有所下降，其中青藏高寒草地变化较小，北方温带草原变化较大 1980年
全国草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草地总面积约4亿hm2，占国土面积40%以上，以北方
温带草原、青藏高寒草地为主体。历史时期草地面积数据十分匮乏，按耕地开垦情况判
断，青藏高寒草地面积变化不大，变化较大的是北方温带草原。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现
有各类天然草地0.83亿hm2，占西藏土地总面积72%以上，耕地面积33.3万hm2，占西藏
土地总面积0.31%；青海境内拥有天然草地3645万hm2，占土地面积50%，耕地面积58.8
万hm2，占土地面积0.82%，说明历史上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地并未被大面积开垦。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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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寒草地，北方温带草原面积下降较为明显，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新疆耕地面积

约为 120.9万 hm2。按 1985年调查获得的新疆草地资源面积 5725.88万 hm2计算，耕地面

积约占新疆草地资源总面积2%，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至于内蒙古自治区，1949

年耕地面积为 433.1 万 hm2，草地资源面积约 8800 万 hm2，耕地面积占草地资源面积的

4.9%，2010年后上升到10%以上。变化最大的要数东北地区，辽金时期西辽河上游曾被

大面积垦殖，清中叶以后，原已恢复的草原植被再度被大面积开垦，至2002年，38%的

草地被开垦为耕地[35-36]。草原植被破坏导致普氏野马、藏原羚、普氏原羚和赛加羚等动物

逐步消失[37-38]。

2 人文地理环境变迁

2.1 人口总量由 4000万上升至 14亿；人口格局在唐代中期后由“北重南轻”转为“南重北
轻”，并逐步向东南偏移
过去两千年中，中国人口呈波动上升趋势。文献资料显示[39]，秦代人口最多时约为

4000万，西汉时期（公元2年）达5900万，隋朝至清代前期人口波动较大（图2），北宋

时期（1109年）曾一度超过1亿，元代（1330年）下降到8500万。明代后期开始人口保

持在1亿以上（图2）。清代以后人口进入快速上升阶段，从1亿多增至4亿多，此后一直保

持在4亿上下[39]。至 1949年中国总人口达 5.4亿。20世纪下半叶是中国人口高速增长时

期，1982年突破10亿，2000年达到12.95亿，2019年达到14亿。伴随人口增长，人口空

间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秦汉时期，

中国人口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和淮河

下游地区 [26]。隋朝统一后，北方人口仍

约占全国人口 70%。唐中期后，人口重

心发生逆转，唐元和年间，秦岭淮河一

线以北地区的人口占比降至 32%；以南

地区人口占比上升至 68% [26]。晚清之

后，东部及沿海近代工业与城市开始兴

起，人口大量向东迁徙，“南重北轻”格

局依然存在，“东南重西北轻”特点日益

凸显[40-41]，“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占比保持

在95%上下[42-44]。

2.2 农业空间从黄河中下游向北、向南继而向东北和西北扩张，耕地面积由0.15亿hm2增加
至1.35亿hm2

伴随人口增长，历史时期中国耕地一直呈向外围扩张态势。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耕

地面积约 0.15亿 hm2，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函谷关以东的汾涑下游平原、伊洛河谷、

济水流域、黄河下游平原、成都平原、江淮农业区。秦至西汉时期，农牧界线向北推至

河西走廊北侧及长城一线，耕地逐步扩张到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银川

平原、河西走廊、河湟地区、滇中高原及辽河流域[26]，总面积约0.38亿hm2。东汉魏晋南

北朝时期，北方农牧界线内缩至渭河平原北部及汾河中游一带，江淮农业区扩大，耕地

拓展至太湖平原、洞庭湖平原、成都平原，耕地面积上升到 0.26亿 hm2。隋唐时期，黄

河中下游农业区耕地面积继续扩大，耕地总面积约 0.43亿 hm2。宋元明清时期，广东进

注：数据来自文献[38]。

图2 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变化
Fig. 2 Population variations in China in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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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全面开发阶段[26]，耕地面积扩大到0.8亿hm2。19世纪中叶后，东北地区耕地快速扩张[45]，
由东南向西北扩张至黑龙江呼兰、瑷珲等地[46]。至2015年底全国耕地面积达1.35亿hm2。
2.3 经济中心逐渐由北向东南迁移，与人口格局变化趋势一致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秦汉时期，全国经济都会共有27处，其中，崤山
以东15处，崤山以西7处，江南5处[26]。至东汉永和年间已形成郡县二级城镇体系，其中

40%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14%分布于淮河流域[47]。隋唐五代时期，大运河和长江沿岸

因水运便利兴起一批通都大邑[26]。唐中期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扬州、益

州（今成都）的经济地位超过长安和洛阳[26]。宋元时期，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

州等港口城市快速发展[26]。明前期和中期，南京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广州成为华南

最大的经济都会。明晚期，天津、澳门等也发展为重要的经济都会，东南经济都会地位

进一步上升。鸦片战争后，沿海被迫开放，上海、广州、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迅速兴

起。20世纪基本延续了上述城市发展格局，经济中心仍保持向东南沿海迁移的趋势[26]。

至 1949年，全国已有 193个城市，其中 147个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48]。1978年改革开放

后仍保持这一趋势[49]。

2.4 交通体系由道路网、运河网向陆水空一体化综合交通网转变，并分别在秦代、隋代和20

世纪后发生突变

中国交通网络的变迁始终依循体系化、综合化发展路径，空间联系不断增强。据史

料记载，秦代中国境内就已构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由“直道”和“驰道”组成的全国交

通网，包括岭南新道、巴蜀栈道和通往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线，同时还开凿了沟通湘漓

二水、连接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隋炀帝时期，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全长2700 km

的运河网络，沟通了河、海、江、淮及钱塘江5大水系。唐代则在原有基础上构建了以

长安和洛阳两京为中轴、辐射四方的完整驿道交通网。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26]。20

世纪初国内开始公路和铁路建设，至1949年中国公路里程13万km，铁路1.78万km，航

空里程2.1万km以上[26]。2018年末，中国公路里程已突破485万km，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14万km；铁路里程13.2万km，其中高铁里程3.0万km；航空里程超过838万km，定期

航班航线在4945条以上。

3 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启示

3.1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失加大，沿海城市将是防控重点地区

过去两千年气候变化的历史表明，20世纪以来处于历史上相对温暖时期，且温度仍

在升高。气候变暖背景下，沿海地区更易受到极端高温、海平面上升、风暴潮和海水入

侵等威胁[50]。据《水经》记载，早在汉代人们已开始重视海塘建设，唐宋时期更盛，说

明沿海地区在历史上就已经是减灾防灾重点地区之一[26]。未来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最高

的沿海城市地区，仍是防范气候变化风险的重点地区[51]，既要增加城市内部及周边绿地

面积和水域面积，减缓城市增温、热岛效应和极端高温事件的影响；也要加强城市防洪

工程建设，抵御风暴潮与洪水灾害的影响；还要加强海岸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3.2 自然地理格局基本不变，沙漠地貌和重要地理界线将长期存在

中国地表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显示，中国自然地理格局长期保持稳定，虽经人类的

长期干预，但三级阶梯等基本地貌格局并未发生改变。沙漠等侵蚀地貌虽有变化，但早

在秦汉以前，塔克拉玛干等沙漠和沙地就已存在，只是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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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化面积发生扩张或收缩。因此，退耕还草有助于遏制沙漠扩张，但要通过植树种草

消除沙漠，势必违背自然规律，只会改变既有生态系统平衡，加大水资源消耗，造成干

旱生态系统整体退化[52]。此外，胡焕庸线受制于降水格局[53]，与400 mm年降水量线大致

吻合，将长期存在。

3.3 江河格局虽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星罗棋布的湖泊风光已难再现
过去两千年中，黄河河道历经6次大徙，已演变为地上悬河，下游130余个湖泊逐步

消失，仅存东平湖、洪泽湖、南四湖；长江河道因长期泥沙沉积而导致河曲发育、江
心洲增加、下游湖泊大面积萎缩。伴随人口增长，水资源消耗已发生巨大变化[54]，依据
水利部发布的《2018年水资源公报》，黄河流域用水总量占流域水资源总量45%，长江流
域用水总量占流域水资源总量22%，两大流域人工生态补水仅相当于同期太湖蓄水量的
2.4倍和3倍，水资源和耕地资源长期短缺背景下[56]，历史时期星罗棋布的湖泊风光已难
再现。
3.4 强化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森林覆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历史时期，中国森林广阔，周朝以前，森林覆盖率高达 50%以上；至公元 1700年，
森林覆盖率仍达到25.8%。对照历史时期，当前中国森林覆盖率刚恢复到22.96%，未来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据统计，中国山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33%，高原面积约占
26%，盆地面积约占 19%，平原面积约占 12%，丘陵面积约占 10%，大部分山地、丘
陵、平原和部分高原适宜森林生长。仅黄土高原地区，面积达64万km2，当前森林覆盖
率在6%上下，如能恢复到唐宋时期33%左右的水平[26]，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如果严格执
行《森林法》，进一步将全国山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70%以上，丘陵区提高到40%以上，
平原区提高到10%以上，全国森林覆盖率将提高到30%以上，至少可超越300年前的水平。
3.5 人口重心南移而耕地重心北移，粮食供需格局错位现象值得关注

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格局的早期变化与耕地开发格局基本同步，唐中期后，人口重
心和经济中心向南、向东南迁移过程中，南方土地被大面积开发，“苏湖熟，天下足”和

“湖广熟，天下足”彰显出南方地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京杭大运河则见证了
元代以后南粮北调的千年历史。清中期后，南方土地被开发殆尽，耕地开始向东北和西
北扩张，耕地重心开始北移。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耕地重心进一步“北上西
进”，并与人口向东南迁移趋势逆向而行，最终诱发南粮北调逐步转变为北粮南运。2008
年北方地区粮食产量上升至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3%，开始超越南方[55]；2015年东北三省
粮食外调量已上升至全国调运量的60%。
3.6 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更加凸显，强化资源共享需进一步推进交通网络建设

过去两千年交通体系变迁的历史表明，中国国土空间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大，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存在区域差异，而发达的交通体系则是发挥各地地域优势、促进区域
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的支撑条件。历史上，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正是通过驰道网、
运河网、驿道网和京杭大运河等交通网络，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资源整合和货物交换，维
护了国家统一和同步发展[56]。经过改革开放后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
域差异更加明显，区域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更需要加大现代交通网
络建设力度，特别是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力度，其中包括当前尚欠缺的沿黄、沿海高速交
通干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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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the physical and huma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

GE Quansheng, ZHU Huiyi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physical and huma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 in China is beneficial to establish the position, direction, focus areas, and
initiatives of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In this paper, we integrated the results published
in research papers, summarized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in the history, and explor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chang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historical changes in China's land surface had
been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multi- scale quasi- periodic fluctuations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climat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 expansion of desertified
land in the northern regions, the gradual migration of delta coasts, the large scale shrinkage of
lake systems especially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s, and the decline in
area of forests and the grasslands of northern China. Meanwhil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were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the population growth and pattern changes, the
migration of economic center to the southeast, th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land to the periphery,
and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evolution. From the above results, we could achieve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s: in the future, the desert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would still exist, and
the lake system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both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were difficult to restore. The grain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disappeared
in the history. But there wa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overage rate of forests,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uld still achieve a higher level,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mitigate the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 in the coastal cities.
Keywords: China; physi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historical
change;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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